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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群体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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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流域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采用二项 Logistic 模型研究农

户个人及家庭禀赋的差异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户的性别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流域

补偿政策的了解度以及认可度；(2)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于农户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认可度；

(3)农户的家庭年均总收入越高越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4)越信任亲戚、邻居和村干部的农户认

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建议增强财政支农的力度，实施针对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相关政策和加大对农

村女性的教育与宣传、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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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建立完善流域横向、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取得进展。2005

年，浙江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率先进行流域生态补偿。此后，在浙江省的试行下，相关省份陆

续明确治理责任，制定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将生态补偿机制作为落实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举措，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表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工作

已经进入了深入发展的新时代。现阶段，我国流域的生态补偿采用上下游地方政府“一刀切”的补偿政策，忽略上下游的区域

发展差异以及农户家庭禀赋的差异性，导致农户对流域补偿政策的了解情况以及认可度远远差于预期，并间接影响农户的生态

补偿积极性以及政策的落实。随着“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思想的发展，农户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主要参与者和微

观实践者，其参与行为成为生态补偿过程中驱动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隐形因素，直接影响到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

性。由于农户参与行为的形成具有系统复杂性、多因素关联性、区域差异性特征。理解农户生态补偿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对制

订出有效的政策至关重要。 

天目湖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位于太湖上游，是一个人工水库(1961 年建)，包括天目湖在内的 3 条入湖河流和四条

较小的支流，集水面积 148.5 平方千米。作为太湖上游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天目湖流域周边地区限制了污染工业的发展，牺牲

了许多发展机会，导致目前该地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落后的经济让当地人民在精神上很难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这就形成

了当地生态补偿工作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和实现保护天目湖流域的水质、生态环境，溧阳市探索实施流域生

态补偿政策，并逐渐成为生态补偿政策的重点实验基地。基于此，本文利用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以天目湖流域为例，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研究农户个人及家庭禀赋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度(即了解度和政策实施认可度)的影响，深入分析群体差异

性，为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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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变量含义与说明 

本文建立两个模型，利用了解度和认知度综合分析农户的政策认知度和群体差异。计量模型中的变量 Y1 代表农户是否了解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即政策了解度，赋值为 1表示农户了解政策，赋值为 0则代表农户不了解。Y2代表农户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

策实施是否有意义，即政策认可度，赋值为 1代表农户认为政策实施有意义，赋值为 0代表没有意义。 

自变量为影响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因子：农户个人及家庭禀赋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是否

为党员以及农户对亲戚、邻居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各变量具体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说明见表 1. 

2.2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调研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调研范围包括天目湖流域四周的杨村村、吴村村、三胜村、桂林村、中西村、栗园、白埂村、

田家山村(下涧里)8个村。入户发放问卷为主要调研方式。此次调研共发放 30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260份，筛选出 253份有

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97%。 

受访农户中男性占 48%，女性占 52%。年龄集中在 50 岁以上，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及以下，村干部或者党员较少，家庭年均

总收入主要集中在三万元以下，比较信任亲戚、邻居和村干部。72%的农户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较了解，69%认为实施流域生态

保护政策有意义(表 1)。 

2.3 计量模型建构 

不同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禀赋具有群体差异性，并影响生态补偿政策认知情况，Y1代表农户是否了解流域生

态补偿政策，即政策了解度；Y2代表农户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是否有意义，即政策认可度。由此分别构建农户家庭禀赋与

Y1、Y2模型，并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 

 

Y1i、Y2i分别代表第 i个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了解度和认可度，ε1i和ε2i为随机干扰项。 

2.4 计量方法设定 

本研究属离散选择问题，因变量在[0,1]内取值，采取最大释然估计法。Y=1 代表农户采取了生态保护行为，Y=0 代表农户

几乎没有采取生态保护行为。X1，X2，X3，…，Xk为自变量，拟有 n组观测值，即 Xi1，Xi2，Xi3，…，Xik；i=1,2,3，…，n；k=1，

2，3，…，20。Yi是取值为 0或 1的因变量。Yi与 Xi1，Xi2，Xi3，…，Xik的关系为： 

 

表 1变量描述性说明 

变量 变量定义 最小 最大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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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 

因变量 
    

Y1：是否了解生态补偿政策(了解

度) 
0=不了解，1=了解 0 1 0.72 

Y2：认为是否政策有意义(认可度) 0=没有意义，1=有意义 0 1 0.7 

自变量：农户个人及家庭禀赋 
    

X1：性别 0=女，1=男 0 1 0.48 

X2：年龄 0=50 岁及以上，1=50 岁以下 0 1 0.16 

X3：文化程度 0=初中及以下，1=高中及以上 0 1 0.19 

X4：是否村干部 0=否，1=是 0 1 0.18 

X5：是否党员 0=否，1=是 0 1 0.14 

X6：家庭年均总收入 
1=1 万元以下，2=1 万元-3万元，3=3 万元-5万元，4=5万元-8万元， 

5=8 万元-10 万元，6=10 万元-15万元，7=14 万元以上 
1 7 3.67 

X7：对亲戚、邻居、村干部信任程

度 
0=不信任，1=信任 0 1 0.80 

 

表 2模型估计结果表 

因变量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几率比 

Y1 

X1 1.006 0.326*** 9.509 1 0.002 2.735 

X2 1.005 0.590* 2.901 1 0.089 2.733 

常量 0.722 0.416 3.004 1 0.083 2.058 

Y2 

X1 0.880 0.317*** 7.710 1 0.005 2.411 

X3 1.207 0.538** 5.029 1 0.025 3.343 

X6 0.161 0.085* 3.598 1 0.058 1.174 

X7 0.841 0.385** 4.779 1 0.029 2.318 

常量 -0.944 0.403 5.486 1 0.019 0.389 

 

3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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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结果 

本文利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所有自变量与 Y1、Y2分别代入模型，整理两次的结果(表 2)，求得不同水平的显著变

量。 

计量结果显示，对于 Y1，农户的性别在 1%水平上显著，年龄在 10%水平上显著；对于 Y2，农户的性别在 1%水平上显著，文

化程度以及对亲戚、邻居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在5%水平上显著，家庭年均总收入则在 10%水平上显著。 

3.2 结果分析 

(1)农户的性别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流域补偿政策的了解度以及实施的认可度，即较女性而言，男性农户对流域生态补偿政

策了解度更高，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更有意义。当地男性多外出务工，且知识水平比同年龄段女性高，更关注流域生态

补偿政策。 

(2)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认可度。农户年龄位于 50 岁以下、受教育程度越

高，农户更易于新技能的掌握和新事物的接受，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度越大。而文化程度又可以使农户更加正确积极地

看待政策的实施，对其认可度因此变高。 

(3)农户的家庭年均总收入越高以及越信任周围人的农户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一般而言，耕地对流域资

源的好坏较依赖，流域农户家庭年均总收入水平与流域生态环境关联性越大，农作物生产对优质水资源以及良好生态环境需求

越大，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致力于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因此，家庭年均总收入越高，农户越认为政策实施是有意义的。

若农户信任政府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视程度及周边亲戚、邻居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积极程度，会提高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

施的效果。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基于天目湖流域居民实地调研数据，充分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实证分析农户的家庭及个人禀赋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了解

度以及认可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性别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流域补偿政策的了解度以及实施的认可度，即男性对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了解度更高，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2)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于农户对流域

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认可度。(3)农户的家庭年均总收入越高越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4)越信任亲戚、邻居

和村干部的农户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若农户信任政府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视程度及周边亲戚、邻居参

与流域生态补偿积极程度，会提高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果。 

4.2 讨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与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启示：(1)改善农户收入增长缓慢的现状：不仅要增强财政支农的力度，还要实施

专门针对低收入农户群体家庭的相关政策。提升农业产品质量，开拓农业可持续发展空间，使农产品的供给结构更加灵活，确

保农业基础的稳固。消除粮食直补政策中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因素，确保转移性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政府要重点关注中

等以下收入的家庭，注意对低收入以及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及时培养能力，可以采取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升就业能力

等方面的措施。(2)加大对农村女性的教育与宣传，开展多种宣传教育活动，注重提升流域中女性居民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理念和

政策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以期营造流域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良好氛围。(3)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加大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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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技能培训投入力度，增强农民外出择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和就业稳定性及实现农民增收提供智力

支撑，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培育文化素养高、技术能力强、经营管理能力强的新型农民，继续有针对性地加大农民科

技培训扶持力度。 

参考文献： 

[1]谢婧，文一惠，朱媛媛，等.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演进及发展建议[J].环境保护，2021(07). 

[2]华小全，孙垂强.财政支农对分组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 

[3]汪永福，毕金平.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区域合作法治化[J].浙江社会科学，2021(03). 

[4]刘聪，张宁.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经济效应[J].中国环境科学，2021(04). 

[5]接玉梅，葛颜祥，徐光丽.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对山东省的问卷调查[J].农业经济

问题，2011(08). 

[6]李青，薛珍.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认知与支付行为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上中下游 2133个居民调查数据[J].干旱区

资源与环境，2018(01). 


